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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凸显，国家大力提倡适龄夫妇生育二孩、三孩，双职工家庭无疑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来自工作、生活上的多重压力。在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和溢出–交叉模型的基础上，

本研究从肮脏工作者视角出发，通过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发现员工–配偶感知工作肮脏“双低”

匹配所经历的情绪耗竭更小，情绪耗竭在员工–配偶感知工作肮脏一致性与工作家庭冲突之间起中介作

用。因此我们建议，组织应加强对从事肮脏工作的员工以及其家庭成员的关注和关怀，在制度上补偿和

支持，意识上理解和尊重，情感上关怀和疏导。同时，夫妻间也应加强沟通和交流，及时疏导负面情绪，

共同对抗来自外界的污名和压力，以缓解工作家庭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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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the emergence of a series of social issues, the state 
strongly advocates that couples of childbearing age have two or three children. Dual-earner 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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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oubtedly face unprecedented multiple pressures from work and life. Based on the Job Demands-
Resources model and the Spillover-Crossover model, this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rty 
workers,” employs polynomial regression and response surface analysis to find that employees 
and their spouses who perceive a “double low” match in job dirtiness experience less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emotional exhaustion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e-spouse per-
ceived job dirtiness consistency and work-family conflict. Therefore, we suggest that organizations 
should strengthen their attention and care for employees engaged in dirty work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providing compensation and support in terms of systems,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 in 
terms of awareness, and care and guidance in terms of emotions. At the same time, couples should 
also enhance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promptly channel negative emotions, jointly resist 
stigma and pressure from the outside world, and alleviate work-family 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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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肮脏工作(dirty work)最早在 Hughes (1962)的研究中出现，随后，学者 Emerson 和 Pollner 将“肮脏工

作”定义为“被社会认定为肮脏的工作”，认为“肮脏工作”能让人感到恶心、可耻，并且这些令人羞愧

的工作任务会给从业者带来巨大的压力(Emerson & Pollner, 1976)，直到 1999 年才被系统性地划分为身体

上、社会上、道德上三个维度(Ashforth & Kreiner, 1999)，至此学界对肮脏工作的内涵的定义基本成熟。

面子作为一种根植于文化的社会心理建构，自古以来的文化熏陶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面子观念和心理(燕良

轼等，2007)，其不仅是一个人自尊与尊严的体现，还和个体的社会关系、人际交往等密不可分(焦孟琳，

2017)，这也是中国人常为了家庭、家族集体利益而“撑面子”的重要原因。一些从事带有“肮脏”性质

职业的工作者，长期以来承受着这份职业所带来的相应污名。夫妻本一体，受刻板印象的威胁，这些来

自外界对“肮脏”工作及其从业者的不公正看待，使肮脏工作者的家庭成员与之共同承担着来自各方的

压力。然而现有的研究大多聚焦于肮脏工作从业者对自身身份的感知，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污名所带给

其他身份感知的重要影响(Shantz & Booth, 2014)。 
随着社会老龄化问题的加重，国家逐渐放开生育政策，鼓励适龄夫妇生育二孩、三孩，双职工家庭

无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来自工作、生活上的多重压力。我国国内对于工作家庭冲突的相关研究，已经逐

渐从最开始的关注冲突结果转为探寻工作家庭冲突的原因，目前学界将工作–家庭冲突的前因变量大致

归为来自工作、家庭、个体因素的影响(张兰霞等，2022)。工作与家庭两者间的交互并不是单向的影响路

径，大量研究已经证明，不仅工作能对家庭产生正向或负向的影响，家庭同样能对工作造成积极或消极

的影响。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中的资源损耗路径以及溢出–交叉模型的负面效应可知，肮脏工作的

工作层面上的较高要求会导致资源的流失，加剧肮脏工作从业者的心理、生理资源的损耗，进而导致这

些员工健康、情绪、工作倦怠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同时这些负面的影响也会自然而然地渗透到员工的

家庭领域中，如果长期得不到疏导和调节，也许一开始很不起眼的消极认知或是消极情绪会随着时间的

推移，逐渐积累进而演变成情绪耗竭，为家庭的和谐美满埋下深深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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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在探究影响工作–家庭冲突的前因变量时，同时考虑了家庭因素和工作因素的影响，

即在家庭层面，以员工与其配偶间对工作感知肮脏度的一致性为因变量，在工作层面上考虑了“肮脏工

作”这类本身带有一些污名性质的特殊职业对其从业者提出的更高的工作要求，并且引入情绪耗竭这一

中介变量，来探究三者间的作用机制。 

2. 理论研究与假设 

工作要求–资源模型的资源损耗路径显示，高的工作要求会大量消耗员工的各种资源，包括生理上

和心理上的，进而导致员工出现一系列身体或心理上的问题，例如情绪耗竭、产生离职倾向等。根据前

人研究我们发现，夫妻之间一方的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情绪体验可以传递给另外一方(Bakker et al., 
2014)。同时，基于认知行为理论，认知是情绪产生和行为发生的基础(焦孟琳，2017)，因此我们认为，对

于双职工家庭而言，如果员工和配偶在工作肮脏感知上的认知较为一致，那么这份认知上协调很大可能

上将影响他们所经历的情绪水平也趋于一致，那么他们所感知到的情绪耗竭将会更少。已有研究发现，

家庭支持作为一种重要的情景资源，对员工的认知、情绪和行为都能产生作用(Turner et al., 2017)。目前

的研究对于家庭支持的界定已经逐渐细化，Pluut 等(2018)的研究已经证明，良好的配偶支持能够缓和员

工在工作中产生的巨大负荷的负面影响以及消极情绪。如果员工和配偶在工作肮脏感知上的认知难以达

成一致和思想上的认同、理解，夫妻双方对于工作肮脏的感知程度差异越大，双方之间的情绪水平的差

异与之相应地也会更大，同时双方在认知上的不一致使他们更难以表现出互相所需要的支持行为。因此

当工作结束回到家中面对另一半与自己不相匹配的情绪状态时，负面情绪较低的一方易受负面情绪较高

一方的影响导致负面情绪水平的增加，而负面情绪较高的一方在难以获得配偶的理解和支持的时候将加

剧情绪的消极程度，甚至发展成为典型的情绪耗竭。可见，不一致的员工与配偶的感知工作肮脏程度无

疑会增加夫妻间负面的情绪体验。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设 1： 
H1：员工与配偶在感知工作肮脏程度上的一致性与员工所经历的情绪耗竭呈负相关，即当二者的感

知工作肮脏度越一致，员工受情绪耗竭的影响越小。 
在一致性匹配的情形下，员工与配偶在工作肮脏感知层面上相对一致的认知，是他们双方能够产生

积极情绪交互和行为互动的基础，在此种情形下，相较于不一致匹配，他们能够获得较多的支撑配偶行

为(Lin et al., 2017)。如果员工夫妻双方的感知工作肮脏程度都较低，相比于对于感知工作肮脏程度较高

的个体来说，他们的工作中需要他们消耗和付出的精力、情绪资源等相对较小，因此对于情绪耗竭的感

知也是较低的。而对于感知工作肮脏程度双高的员工来说，他们可以通过家庭层面获得的生理层面、心

理层面等各方面的支持所产生的积极能量，依靠夫妻双方的相互理解、鼓励和支持提高彼此的积极情绪

水平，共同对抗职业污名、工作压力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缓解个体所经历的情绪耗竭。基于此，

我们提出假设 2： 
H2：在员工–配偶感知工作肮脏一致性情形下，相比于员工–配偶感知工作肮脏度双高一致的情况，

员工–配偶感知工作肮脏度双低一致所经历的情绪耗竭更小。 
在过去的研究中，许多学者都已经证明工作需求对工作–家庭冲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Gao & Jin, 

2015; Tement & Korunka, 2015)，也就是说工作需求越大，员工所经历的工作–家庭冲突也越大。根据关

系支持的积极发展模型，只有当个体拥有充足的资源和面对较小的压力时，才有可能为他人提供支持

(Feeney & Collins, 2015)。家庭资源作为一种来自家人给予的情感或工具性质的支持，比如来自配偶等家

人的支持，能够有效降低员工所经历的工作–家庭冲突(Kirrane & Buckley, 2004)。 
基于溢出效应，工作中的压力源导致员工在工作领域积累了很多负面情绪，而这些员工在工作中感

知到的负面情绪不可避免地会溢出到员工的家庭领域中，即工作的高要求不仅能够损耗员工在工作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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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体验，引发一系列负面效应。并且对于在工作中已经经历身心耗竭的肮脏工作者来说，下班回家之

后很难再有足够的精力去履行家庭责任，进而激化工作与家庭领域的矛盾。同时，根据交叉效应产生的

条件，共情——夫妻间的情感连接能够将这些焦虑、烦躁、紧张等负面情绪有意或无意地传递给配偶，

从而提高配偶的负面情绪感知水平。Steenbergen 等(2014)的研究显示，良好的心情能提高员工与配偶之

间互动的积极性。对于处于情绪耗竭状态的员工而言，他们将更难有精力和激情主动向配偶寻求帮助和

支持，因此独自应对工作和家庭间的矛盾将使他们经历更多的工作–家庭冲突。综合上述分析，我们提

出假设 3： 
H3：情绪耗竭在员工–配偶感知工作肮脏一致性与工作–家庭冲突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  
图 1. 理论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样本 

本研究的样本数据均来自从事服务行业相关工作的已婚配员工，包括医疗卫生、餐饮娱乐、教育培

训、零售销售、物业管理、银行金融、旅游、制造等行业。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302 份，剔除掉作答时间

低于 90 秒以及量表作答相似性高于 85%的问卷后，有效问卷共 276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1.4%。 

3.2. 测量工具 

问卷设计上，均采用成熟量表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法对变量进行测量，对题项描述的认可或发生频率

程度分为“完全不符合/非常不同意/几乎不”到“非常符合/非常同意/总是”，分数分别为 1~5。 
感知工作肮脏。员工感知工作肮脏程度采用 Schaubroeck等(2018)开发的职业污名感知量表进行测量，

由员工对自身的职业污名感知程度表述进行评分。同时针对员工对其配偶的工作肮脏感知程度的测量，

我们将员工职业污名感知量表中的“我”全部替换为“我的配偶”来测量员工对于配偶工作肮脏的感知

程度，两个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796 和 0.844。 
情绪耗竭。员工情绪耗竭共 9 个题项，采用学者 Maslach 和 Jackson (1981)开发的情绪耗竭量表进行

测量，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70。 
工作–家庭冲突。员工工作–家庭冲突采用 Netemeyer 等(1996)的工作–家庭冲突量表进行测量，量

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27。 
控制变量。为避免人口统计学信息出现在问卷开头引起问卷填写者的反感，我们在问卷的最后设置

了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这四个人口统计学信息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 

4. 研究结果 

4.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在数据收集过程中，我们将所有变量，包括员工感知工作肮脏、配偶感知工作肮脏、情绪耗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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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作家庭冲突这四个变量均放置在同一问卷中，由同一问卷填写者在同一时间点完成，因此我们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方法对同源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经分析，KMO 值为 0.833，Bartlett 球形检

验 p < 0.001，说明可以进行下一步的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所有因子的第一个主成分的方差解释率为

36.877%，未超过 40%，说明最后的数据分析结果受同源方差影响的可能性不大。 

4.2.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1 显示，情绪耗竭与员工和配偶的感知工作肮脏呈显著正相关，与工作家庭冲突呈显著正相关，

员工和配偶的感知工作肮脏与工作家庭冲突呈显著正相关，员工与配偶的感知工作肮脏也呈显著正相关，

与我们的假设预期一致。 
 

Table 1. Result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性别 1.720 0.449 1        

年龄 40.860 9.393 −0.115 1       

教育程度 3.500 1.053 −0.009 −0.179** 1      

工作时间 15.721 10.591 0.016 0.735*** −0.019 1     

员工感知工作肮脏 2.157 0.688 0.02 −0.117 −0.048 −0.118 1    

配偶感知工作肮脏 2.049 0.698 −0.024 −0.017 −0.019 −0.028 0.639*** 1   

情绪耗竭 2.390 0.694 −0.037 −0.166** 0.104 −0.127* 0.489*** 0.373*** 1  

工作家庭冲突 2.686 0.953 −0.01 −0.071 0.09 −0.06 0.420*** 0.355*** 0.550*** 1 

注：*p < 0.05，**p < 0.01，***p < 0.001 (双尾检验)。 

4.3. 假设检验 

4.3.1. 员工–配偶感知工作肮脏一致性与情绪耗竭的多项式回归 
Shanock 等(2010)学者提出，利用多项式回归进行一致性或匹配性效应检验之前，我们应该先对一致

性变量的匹配情况做描述性分析，根据结果决定有没有必要进行之后的对偏差大小与方向影响结果变量

的检验。结果显示，员工与配偶感知工作肮脏一致性匹配情况仅占 32.97%，不一致匹配占比远高于一致

性匹配，说明适合进行下一步分析。 
为了检验员工–配偶感知工作肮脏一致性与情绪耗竭之间的效应，我们先将员工、配偶的感知工作

肮脏分别进行中心化处理之后对情绪耗竭为因变量做回归。根据表 2 的回归结果，员工、配偶感知工作

肮脏的交互项和平方项加入到回归模型中后，模型 2 对情绪耗竭的 R2 由 0.273 增加到 0.311，说明采用

员工–配偶感知工作肮脏一致性对情绪耗竭的分析更有意义(Carter & Mossholder, 2015)。 
 

Table 2. Polynomial regression analysis 
表 2. 多项式回归分析 

变量 
情绪耗竭 

Model 1 Model 2 
B SE B SE 

常量 2.608*** 0.311 2.605*** 0.309 
性别 −0.083 0.082 −0.049 0.081 
年龄 −0.008 0.006 −0.009 0.006 

受教育程度 0.07 0.035 0.059* 0.035 
工作年限 0 0.005 0.001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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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员工感知肮脏(E) 0.418*** 0.069 0.349*** 0.072 
配偶感知肮脏(S) 0.107 0.067 0.167* 0.069 

E2   0.245** 0.081 
E*S   −0.37** 0.138 
S2   0.034 0.089 
R2 0.273 0.311 

斜率与曲率     

一致性线(S = E)     

斜率 a1   0.516***  

曲率 a2   −0.091  

不一致性线(S = −E)     

斜率 a3   0.182  

曲率 a4   0.649***  

注：N = 276，报告为非标准化系数，其中*p < 0.05，**p < 0.01，***p < 0.001。 

 
结合表 2 和图 2 的结果分析，沿着不一致性线(S = −E)的曲率显著且为正(a4 = 0.649, p < 0.001)，说明

员工与配偶的肮脏工作感知越一致，员工所经历的情绪耗竭越小，证明假设 1 成立；而沿着不一致性线

(S = −E)的斜率不显著(a3 = 0.182，不显著)，说明员工–配偶感知工作肮脏在“高低”、“低高”不一致

匹配的情况下，员工所经历的情绪耗竭并无显著差异。同时，响应面沿一致性线(S = E)的斜率显著且为

正(a1 = 0.516, p < 0.001)，曲率不显著(a2 = −0.091，不显著)，说明在一致性匹配情况下，员工–配偶感知

工作肮脏的“双低”匹配比“双高”匹配所感受到的情绪耗竭更小，证明假设 2 成立。 
 

 
Figure 2. Response surface analysis of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employee-spouse perceptions of 
job dirtiness and emotional exhaustion 
图 2. 员工–配偶感知工作肮脏一致性对情绪耗竭的响应面分析 

4.3.2. 情绪耗竭对员工–配偶感知工作肮脏一致性与工作–家庭冲突的中介作用 
根据 Edwards 和 Cable 学者(2009)的研究建议，为了进一步检验情绪耗竭在员工–配偶感知工作肮脏

一致性与工作家庭冲突之间起到的中介作用，在正式检验之前，我们应构造一个新的块变量，采用新构

成的块变量作为自变量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https://doi.org/10.12677/ap.2025.152063


潘洋僖 
 

 

DOI: 10.12677/ap.2025.152063 81 心理学进展 
 

Table 3. Mediation model test 
表 3. 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情绪耗竭  工作家庭冲突 
块变量的系数 0.7987***  0.5349*** 

(一致/不一致的直接效应) 前半段路径系数  直接效应 
情绪耗竭的系数  0.5814***  

(控制了块变量之后)  后半段路基路径系数  

通过情绪耗竭的间接效应 
  0.4644*** 
  间接效应 

95%置信水平下的置信区间   [0.2952, 0.6521] 

注：表中为标准化系数，其中*p < 0.05，**p < 0.01，***p < 0.001。 
 
结果如表 3 所示，员工–配偶感知工作肮脏一致性正向影响情绪耗竭(B = 0.7987, p < 0.001)，在控制

了块变量的基础上，情绪耗竭正向影响工作家庭冲突(B = 0.5814, p < 0.001)。从直接效应来看，员工–配

偶感知工作肮脏一致性对工作家庭冲突的直接影响效应也是显著的(B = 0.5349, p < 0.001)，通过情绪耗竭

影响的间接效应也是显著的(B = 0.4644, p < 0.001, CI95% = [0.2952, 0.6521])，表明了情绪耗竭的中介效应

是显著的，证明了假设 3 成立。 

5. 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不仅拓展了肮脏工作的研究对象，启发后续研究更多地关注污名在工作、家庭等多领域间的

作用机制，还丰富了多项式回归这种方法在二元匹配情境下的研究。通过检验我们发现：(1) 员工–配偶

感知工作肮脏一致性与情绪耗竭呈负相关；(2) 在一致性匹配情形下，员工–配偶感知工作肮脏“双低”

匹配所经历的情绪耗竭更小；(3) 情绪耗竭在员工–配偶感知工作肮脏一致性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路

径中起中介作用。 

5.2. 理论意义 

第一．本研究拓展了肮脏工作带给其从业者的负面影响的作用机制。以往的研究在研究范围主要集

中在组织或工作领域，本研究将肮脏工作从业者的工作领域和家庭领域联系起来，探索肮脏工作如何影

响其从业者的家庭生活，丰富了对于工作–家庭冲突在工作特征方面前因变量的研究。 
第二，本研究拓展了肮脏工作污名效应的对象。以往的研究大多聚焦肮脏工作带给肮脏工作者本身

的影响，而溢出–交叉的路径显示，肮脏工作从业者所承受的污名压力带来的负面情绪，不可避免地从

工作领域渗透到家庭领域，通过夫妻间的情感连接传递给配偶。 
第三，本研究采用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的方法，将员工及其对配偶工作肮脏感知的一致性情形

对情绪耗竭和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展现了出来，证实了情绪耗竭在员工–配偶感知工作肮脏一致性对

工作–家庭冲突影响路径中的中介作用，为今后工作家庭冲突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多因素、多主体匹配的

交互视角。 

5.3. 管理启示 

情绪作为一种重要的心理资源，积极的情绪能够帮助员工以正确的态度应对生活或者工作上的压力，

适时调整自身的资源总量，以此影响工作家庭关系向我们所期望的方向发展；相反，消极的情绪体验可

能导致焦虑(Cui & Li, 2021)、情绪耗竭(Aw et al., 2021)、离职倾向(Heras et al., 2021)、家庭破坏行为(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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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21)等，加剧员工的工作家庭冲突。因此，我们可以从员工与配偶的认知与情绪管理两方面，通过

组织、家庭与员工个人的三方合力来缓解。一方面，要在认知上树立坚定信念，找到工作的社会必要性

和意义所在，以此来抵御、弱化职业污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情绪管理的能力，

做情绪的主人，在保持自身良好情绪状态的同时，还要学会关注身边同事、亲友的情绪状态，给予适时

的关心和疏导。 
此外，人们可以通过积极的干预或是有针对性的训练，从而有效提升自身的情绪智力水平(Kotsou et 

al., 2011)。对于管理者来说，不仅应该重视对于员工自身情绪智力的培养和提升，更重要的是要尽可能为

员工的家庭成员提供更多学习的机会和支持，进而打造更有力的家庭支持环境。比如，一方面，组织可

以通过拓展人力资源培训计划等方式，加强对于员工情绪智力、情绪管理方法、沟通交流技巧等方面的

培训，来提高员工的情绪智力；另一方面，应鼓励邀请已婚配员工及其配偶共同参与情绪相关的培训，

同时辅以线上的情绪干预辅导和课程等，通过理论学习与实践互动的结合，亲密、积极的交流和接触，

拉近员工及配偶的心理距离，帮助家属理解、认同员工对于社会和家庭的付出，提高员工及其配偶获得

的家庭支持体验，进而形成家庭成员间双向的理解和支持来弱化工作家庭冲突体验。 

5.4. 不足与展望 

首先，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的形式，且横断设计无法排除反向因果的可能，未来在数据收集上可采

用多时点、夫妻互评匹配或是通过实验进一步完善研究设计上的因果联系。其次，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工

作要求–资源模型的资源损耗路径，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资源增益”路径的正向激励影响，未来研究可

以从“双刃剑”的正负效应去探讨职业污名给工作家庭带来的一系列作用机制。此外，对于工作是否“肮

脏”的感知我们均采用员工个体的主观感受，忽略了可能的边界条件，未来研究建议引入一些如人格特

质、社会支持氛围等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探讨后续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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